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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论社会治理的全球化境遇
———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张 康 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运动，它促进了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对

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离，使社会治理赖

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在此过程中，近代民主政治所确立起来的公民身份也受到社会

治理现实过程的冲击，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不再严格地区分公民与公众。这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

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在人的共生共在面前，对人们做出身份区分

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再可能。这样一来，社会治理唯一可以选择的建构方向，就是走向合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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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把我们引进一个新的时
代，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开拓新的世界，虽
然我们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但若指望仰赖祖先
遗泽过日子，是不可能获得光明前景的。实际上，

在我国，历史加予我们的，是曾经失去了工业化机
遇的无尽惋惜。现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如
果我们津津乐道伟大的历史辉煌，要不了多久，就
会再一次痛定思痛而提出赶超他国的愿望和要

求。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次新的机遇，在此面
前，无论是那些实现了工业化而跃居发达国家行
列的民族，还是那些因错过了工业化机遇而处于
后发展状态的地区，都被置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都可以平等地探索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当
然，历史是割不断的，辉煌的文明传统会赐予我们
启迪未来的智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
会是处在嬗递演进过程中的，我们能够从历史中
继承的，远比我们应当创造的更少。所以，在全球

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我们必
须接受的是一条开拓未来之旅。曾经引人骄傲的
和至今令人景仰的制度、治理方式等造物，都必须
经历全新的洗礼，即需要在改革的重创之下去获
得新生。

　　一、全球化中国家与民族的分离

　　英国学者鲍曼注意到了国家与民族分离的这
一全球化迹象，虽然他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
据，却敏锐地感觉到，这将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
趋势。鲍曼不仅指出了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民族
的分离，而且批驳了任何认为国家与民族分离“是
一个地方现象”的观点。根据鲍曼的观点，生成于
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国家与民族的分离，将会是
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鲍曼说，“常会
有人说，民族—国家的日益衰弱，尤其是民族和国
家之间迫在眉睫的分离，是一个地方现象，它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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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舒适的、富裕的地区，并受到了真实或假定的、
完全建立在经济实力或军事优势基础上的社会保

障的拖累与欺骗…… 这个故事并非完全属实，它
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质疑。”［１］８－９也就是说，根据
鲍曼的判断，不仅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出现了国家
与民族的分离这一现象，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必将
或早或晚地接受这一事实。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中，其民族主义经常性地威胁到周边国家的安全，
也使民族主义自身变得声名狼藉，以至于人类在
文明进化的轨道上再前进一步的时候，将会抛弃
民族主义。不管在此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
式，也不管是积极推进还是努力拒绝，其结果都将
是国家与民族的分离，这将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在我们思考社会治理变革
时，国家与民族的分离虽然在今天还是一个尚未
显性出来的潜在事实，却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
待的前提性条件，如果我们在社会治理变革中希
望提出有价值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话，就
必须从这一前提出发。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产生于现代化的进程中，

就学术界把现代国家称作民族国家而言，也预示
着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和重合。可以说，在近代以
来的社会开始逐步生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
民族趋近和整合的事件，现代国家就是包含着民
族的国家，是与民族相统一的。无论一个国家中
有多少民族，国家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个事实，这
也就是现代国家可以命名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依

据。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２０世纪后期以来发
生在全球的诸多重大事件的话，则不难从中发现，
国家与民族的分离正在成为一个必须得到承认的

趋势。鲍曼认为，现在发生在一些地区的“部落战
争”并不是这些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准备，如果说
在近代社会早期所发生的战争都最终走向了民族

国家确立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同样是以地区性
的所谓“部落战争”形式出现的事件则可以看作是
全球化进程中的动荡。“部落战争在表面上类似
于早期的不成熟的欧洲民族主义，但是，它们首先
是民族—国家实验破产的鲜明写照。它们是日益
腐烂的产物，部落之花在民族—国家的坟墓上生
枝发芽。”［１］引言９总的说来，这些经常发生部落战争
的地区都曾经是西方殖民地。在２０世纪世界范
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宗主国在放弃这些殖民
地的统治权时，都按照自己的模式为这些地区建
立起了民族国家。然而，这不仅没有消除部落战

争，反而使部落战争加剧了。正是在此意义上，鲍
曼认为部落战争是民族国家“腐烂的产物”。在鲍
曼对民族国家的痛陈之中，显然包含着一种对未
来的向往，那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即将终结，而新
型共同体则必然会像日出一样，从地平线上冉冉
升起。
鲍曼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民族国家

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双
向强化。“如果说民族的存在取决于没有受到削
弱的、强大的国家力量，那么，对民族的热爱最充
分地显现在了以下两方面：严格遵守本地法律，忠
诚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会要求其所有公民的绝
对忠诚，并践踏所有其他的利益———如果从国家
主权完整的视角看，它会蔑视‘特殊主义’。因此，
文化特性、宗教纷争、语言特征或其他的信仰和偏
好分歧都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不应该妨
碍对国家的绝对忠诚，这对于它们当中的任何一
个都是一样的。”［１］引言９然而，全球化恰恰瓦解了民
族国家的这一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那些
没有移民机会和没有向海外转移财产要求的人还

在不断地表达对国家的忠诚，而且在诸如美国这
样的发达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全球道义
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受着美国的所谓爱国主义的
束缚（２０１３年发生的斯诺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
证。斯诺登对美国政府通过网络监控侵犯公民自
由以及侵犯其他国家机密的做法不满，愤然叛逃
到香港，后转移到俄罗斯，并申请政治避难。美国
政府将斯诺登视为叛国者）。在美国“９·１１事
件”之后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使鲍曼从恐怖主义现
象出发对全球化做出新的解读。鲍曼认为，“恐怖
势力依然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提出了挑战，它
们从不再是民族国家、全球权力流入的真空地带
入手展开自己的行动。”然而，从近些年来的现实
回应来看，对这种全球化进程中的恐怖主义活动，
所做出的却是基于民族国家观念的“不恰当的反
应”，“它把新出现的全球性暴力错误地当成了利
益冲突，从而把‘反恐战争’还原为轰炸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流氓国家’”［１］引言１０。
全球化决不是发生在国家间的一场运动，也

不仅仅是调整世界体系中国际关系格局的运动，
而是一场影响极其广泛的运动。对于民族国家自
身而言，也会引发深刻的变革，因为全球化中的流
动性迅速增强不仅存在于国家间，而且是首先发
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其结果是，“在一个流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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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结合的世界中，持久而不可撕毁的协议被隐
藏在了制度的密网中，它预示了命运的反复无常，
而不是身份的安全感。这适用于所有的联合，因
为地方性的、不稳定的协议产生了金钱婚姻，而这
种婚姻是脆弱而短命的。然而，正统的国家与民
族的联姻由于特殊原因而失去了许多昔日魅

力。”［１］引言１０－１１这也许是身份的最终解体，即流动
性刺破了身份最后的那种模糊而虚幻的泡影。我
们知道，农业社会是一个身份制的社会，等级身份
是非常明晰的标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脱域化所
带来的流动性促使了身份制解体，但在民族国家
的框架下，另一种身份产生了，即与民族和国家联
系在一起的身份产生了，虽然它是模糊的，却像魂
灵一样附着在人身上。在全球化引发的再度脱域
化过程中，流动性的迅速增长，使得对人的身份的
认定越来越难以执行，以至于对于人的交往而言，
你是哪个民族的成员，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都不
再有意义，既不妨碍人的交往，也不强有力地支持
人的交往。由于身份已无法认定，也因为身份对
于人的交往失去了意义，所以人们也就不会在意
身份，从而导致了身份的最终消失。
鲍曼认为，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国

家把最主要的功能（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日
益增加的社会和生物政治功能）‘出售’给了非政
治的、‘不受调节的’市场力之后，它不再具有强大
的动员力量，而正是由于这种力量，民族曾经是在
寻求合法性的国家中受欢迎的、实际上不可缺少
的产物。精心设置的专业部门发挥了绝大多数国
家现存的功能，而这些专业部门不仅是限制进入
的，而且还受到了官方秘密行为的保护。因此，大
规模征兵及其必然的结果———大众情绪的煽
动———显然不会出现”［１］引言１１。准确地说，鲍曼所
描述的这种现象应属于后工业化的范畴。全球化
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实际上是一场
伟大运动的两个方面，都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
构成挑战。也就是说，鲍曼所描述的虽然尚不是
正在发生的现象，却是具有逻辑上的现实性的事
件。如果说在近代以来这一历史阶段中民族与国
家联系到了一起，因相互支持而走向重合，从而以
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
进程中，由于社会自治力量的兴起而逐渐替代了
许多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职能，从而由民族国家的
内部开始抽空民族国家的功能，进而动摇了民族
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其中，首先使民族的动员

能力呈现出日益式微的状况，无法煽动起民族主
义情绪去支持威权治理。假如这一运动已经成为
主导性的趋势，即使坚守民族国家治理模式的力
量依然强大，最终也必将被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
中新生成的力量冲击得七零八落。实际上，在这
种情况下，对于民族国家中的统治力量而言，最为
明智的选择就应当是顺应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
史趋势，不仅通过市场的过程，而且也应求助于政
治过程，去自觉地把国家原先独占的那些职能交
给社会。也就是说，积极地培育而不是约束和限
制非政府的社会自治力量，以便它们能够获得与
政府一道开展合作治理的能力。

　　二、全球化造就了共生共在的世界

　　一方面，全球化促使国家与民族相分离，另一
方面，全球化又造就了共生共在的世界。在全球
化条件下，“地理上的非连续性不再重要，因为速
度—空间笼罩着全部的地球表面，它把每个地方
几乎都变成了同样的速度—距离，使所有的地方
都彼此接近”［１］引言１３－１４。正是全球化让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我们都是居住在一个星球上的，不管
属于什么样的种族和拥有什么样的肤色，共生共
在才是第一位的。远古时代的地域性社会中曾经
存在过的那种人们以为有着无际空间有待开拓的

观念已经不存在了，通过征服去拓展疆土、奴役他
人甚至消灭他人已经失去了世界观的支持。要想
自己活下去也需要让他人活着的观念，越来越成
为人们的共识。地球变得狭窄了，因而，存在于边
界上的冲突也许变得更加频繁了。但是，任何发
生在边界上的冲突都不再以消灭他人为目的，而
是一时的情绪渲泄。表面看来，这种冲突也是可
以用“利益”这个概念来做出解释的，而在实际上，
恰恰不从属于利益的谋划，因为在这种冲突中获
得的恰恰不是利益，反而是利益的损失。而且，真
正利益实现的途径已经不是对属于他人的那一份

的掠夺，而是人们之间的合作，即通过合作去共同
促进利益的成长。最为根本的是，人的共生共在
才是利益所在。所以，争夺利益的行动都应当被
看作是业已丧失合理性的陈旧观念引发的行为。
“在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中，同以前相比，我
们彼此之间的生活距离更近了，我们更多地共享
了日常生活的特征，我们有了更多的彼此了解对
方的习俗和偏好的机遇。既然我们的武器变得更
加具有杀伤力，并且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包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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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生产、销售和使用它们的那些人的家园，那
么，同以前相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进行对话而非
战争。”［１］引言１５－１６鲍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对话之外别无选择”。的确如此，为了避免冲突、
战争等，首先需要开展对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
到，对话并不是目的，或者说，我们并不能满足于
对话，而是应当经由对话而走向合作。为了合作
的目的而开展对话，要比为了避免冲突和战争而
开展对话更积极，而且可以提高对话的质量，甚至
超越对话。
如果说工业化造就了原子化的个人，那么，这

个社会的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物化设置都是在维

护和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激励他去征服世界

的，只要他能把世界的一切占为己有，那就是他
的，就应当提供保护。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由
于每天都面对着相互依存的迹象，我们迟早会认
识到，没有谁有权把地球，一无所获任何一部分，
视为他的个人财产。从相互依存的观点出发，‘共
同命运’并不是选择问题。依赖于我们选择的是，
共同的命运将在共同毁灭中终结，还是产生共同
的情感、目的和行动”［１］引言１６。即使根据个人主义
的原则而从个人的立场去看问题，也应当看到，
“尽管我们在政治或宗教信仰上通常有着极大的
差别，有时还有着激烈的对抗，但是，我们都希望
有尊严地活着，不受羞辱，不受恐惧的侵袭，被容
许追求幸福。这是一个广泛而稳固的共同的基
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营造一致的
思想和行动”［１］引言１６。
人的共生共在渴求伦理价值的支持，同时也

是近代以来全部已经被摧毁了的伦理价值得以重

建的机会。在个人至上的条件下，个人的利益、个
人的主张、个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服务
于这一目的的工具。而在人们相互依存的条件
下，把他人当作工具便失去了合理性。在全球化
的条件下，日益凸显出来的事实是：“在这个行星
上，我们都依赖他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与他人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伦理学的观点看，这使我们
每一个人对他人负责。责任就‘在那里’，不管你
是否承认它的存在，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它，全球
的相互依存网络都坚定地把它放在了应有的位

置。一旦我们否认了它的存在，贬低它的实际意
义，或拒绝它的打扰，声称我们无能为力，那么，我
们就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旁观者是这样的
人，他看到和听到了邪恶（我们所有人在全球互联

网和电视网的帮助下做到了这一点），有时也会提
起邪恶，但并没有采取措施去制止它、阻碍它、反
对它。但是，在这个拥挤的星球前沿，邪恶影响了
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它在哪里发生，谁是它直接或
间接的受害者。全球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迫
切需要的道德责任和生存利益只会在这里相遇一

次。全球化在众多事件中（或许首先）是一个伦理
挑战。”［１］引言１７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在
利益追求为人的行动提供了无尽动力的条件下，
不得不求助于法律的规范。然而，在全球化的条
件下，当人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共在成为一切行动
的基本前提时，伦理给我们提供的就不仅仅是行
为规范了，而是赋予了我们的行动以积极力量。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法律规范依然是必要的，
因为人类走出工业社会时所带来的“胎毛”一时还
无法蜕净。但是，人们开展行动的动力已经逐渐
地发生了变化，即从个人的利益追求转变为共生
共在的需要。所以，对伦理价值的认识和体悟，将
对人的行动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在人的共生共在中，没有旁观者，即使你尚未

采取行动，也已经做出了情感投入，或者说，你已
经在情感上投身于行动之中。比如，对于某个邪
恶的事件，你注意到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因为一
种来源于内在的冲动而做出了情感上的反应，但
是，你压抑了自己而未采取行动，但随着事件影响
的扩大和事件本身的持续恶化，你的情感投入可
能就会转化成一种良心上的自我谴责。这是因
为，你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制止它、阻止它而使它变
得更加恶化。这就是你试图扮演一个旁观者的后
果———接受良心上的自我谴责之惩罚。其实，全
球化已经把人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希望扮
演旁观者的角色已经不再可能，无论你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都无可选择地进入行动体系之中而
成为行动者。至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区别，所反映
出来的只是你对伦理价值的占有状况不同，作为
结果，也就是你在共生共在中赢得的信任、尊重等
的程度不同。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辉煌的文明成

就，甚至在一些总是陶醉于古老文明的国家中，统
治者以为古圣先贤的哲学箴言可以帮助治理好社

会，在遇到新的问题时，总是回头张望。其实，“回
去的路已经被切断了。地方性的方案并不能解决
全球性的问题…… 形形色色的逃避策略并不能
通向适合居住的‘前方’”［１］引言１８。鲍曼认为，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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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世纪之前，当面对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
问题时，一些主张回到农业社会的观点被马克思
批评为空想主义一样。历史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
的。面对全球化，我们应当向马克思那样，看到历
史的变化是不可逆的，“从人类依附的全球化中退
出，也就是说从人类科技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势力
范围中退出，这是不可能的…… 问题不是如何阻
止历史之河，而是如何同人类痛苦引起的历史之
河的水污染做斗争，如何引导历史之河迈向它携
带的更平等的利益分配”［１］引言１８－１９。
鲍曼在描绘现代性规范时说，在现代化进程

中生成的“这种社会或许不怎么喜欢传统的约束，
不反对把它废除掉，但是，它却致力于提出自身
‘新改进的’约束，一点儿也不能容忍个体亵渎这
些规范，遵守规范和违规的界限不仅是十分清楚
的，而且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古老的习俗已
经贬值了，它仅仅是一种权威资格，但是，旨在控
制得更严的新规范却形成了，这些新规范不同于
它们日益取代的正在失去作用的旧规范，它们在
出现以前就有了很长时间的约束力”［１］５。当然，
这主要是产生于西欧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幅图景，
在其他地区，新旧规范的交替基本上都是在长期
的拉锯战中完成的，而且得益于欧洲的示范性影
响。无论新旧规范有着什么样的不同，都是服务
于控制的目的，即通过要求人们对它的遵守而实
现社会控制。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来看，这
只能说明社会处在一种可控制的状态中，新旧规
范的更替所证明的只是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使
原先那些行之有效的规范失去了合理性，以至于
需要规范来适应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社会。
然而，２０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突然发现一个

失控了的社会正在迅速走来。正如一场暴雨即将
袭来时往往会用闪电骤风向我们示警一样，这个
失控了的社会用风险和危机事件告诉我们，传统
的以及现代性的所有规范都无助于对它的控制，
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藐视一切既

有规范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境遇。不过，
我们也不应因此而悲观，因为鲍曼对规范变迁史
的描述，属于一种对历史外在轮廓的描绘，他并没
有对规范自身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鲍曼所看到
的是那些外在于人的规范。其实，除了这些被利
用于社会控制的规范之外，还有另一类根源于人
的生活的、内在于人的规范，尽管这些规范也被一
些外在性机制加以利用，即用来控制人，但其原生

性的质并未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而是可以得到休
养生息，得到恢复和重建的，并为人在高度复杂性
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形态中生存而提供基础性

的支持。

　　三、在全球化中追寻合作治理

　　正如鲍曼所发现的，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管
理，意味着“一种同理性设计、紧密监视和首先是
严格管理有关的事物”［１］６。所以，现代政府所拥
有的是管理特征，我们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将其命
名为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是现代化的造物，
所拥有的是现代性特征，然而，当与现代性相关的
各个方面都受到质疑的时候，管理型政府也受到
质疑是非常正常的事。例如，鲍曼在试图对现代
性做出描述的时候指出，“现代性致力于使世界变
得容易管理，并致力于其日常管理；管理热情被没
有根据的信念所唤起：一旦让事物放任自流，它们
将会失败或失去控制。”［１］６尽管近代早期的人们
信奉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且在工业社会走向成熟
的时候依然有人不断地重申自由主义，而现实向
我们呈现出来的则是无处不在的管理，自由主义
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无处不受到管理行动的

嘲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能说近代早期的自
由主义主张仅仅是在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时

期的产物，随着现代性的成长，自由主义也就完全
笼罩在管理主义的阴影之中了。正是在这一历史
条件下，生成了管理型政府。不过，自由主义的主
张在我们面向后工业社会时依然是有价值的，它
受到管理主义压抑和嘲弄时所积聚起的能量将会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爆发。不过，在它爆发时，将完
全蜕去近代早期自由主义的全部粗俗，而是以新
的面目展示给我们。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主张
以及追求将在人的合作关系及其行动中实现，而
不是作为人们开展竞争的权利而存在。我们认
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受到管理型政府压制
的自由主义，而是受到服务型政府支持和鼓励的
自由主义。
在近代以来的政治逻辑中，包含着根深蒂固

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立。然而，它们之间又
有着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制造民族国家认同，尽管
达致认同的路径完全不同。所以，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只能被视作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两种不

同的政治现象，一旦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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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存在于这两种政治现象之间的争议也不再有
意义。这个道理其实已经包含在马克思无产阶级
未来的描述中，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消灭自
己才能赢得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世界。如果不
是放在历史性超越的视野中去认识这一问题，而
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立的背景下去谈论谁

比谁优越，或谁战胜谁的问题，其实是没有什么意
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不绝于
耳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引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或
者，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搬用资本主义所宣称
的普世价值，都是极其浅薄的认识。近代以来，政
治逻辑的二律背反决定了它们是分立的共在，至
于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必要性，则是由逻辑的二律
背反所决定的。事实上，在它们赖以成立的基本
原则中，是包含着相互朝着对方转化的可能性的。
只不过在这两种政治现象被制作成对立的意识形

态后，人为地扼杀了向对方转化的各种机遇，使这
种转化变得不可能了。就它们间对立与冲突的根
本解决而言，将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一
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一旦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
取得切实进展时，它们都会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所以，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
家采取的一切敌对行动，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徒
增无数烦恼，对人类的和平发展造成了毫无意义
的伤害。站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此问
题，近代以来政治逻辑中的二律背反都将随着这
段历史的终结而消失，以至于合作而不是斗争必
然会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行为准则。
在全球化运动中，全球性资本、金融、贸易等

构成了一种捉摸不定的力量，对民族国家构成了
说不出在何时何处发生和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压

力，“这些力量没有固定的地址；不像明显受到地
域影响的国家权力，它们是超区域的；不像永久固
定在某地的国家机构，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
动。这些力量是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它们很难
被确认，更不可能被抓住”［１］５１。因而，以既有的
方式和方法都无法加以应对。归结起来，我们在
民族国家框架下发展出来的治理方式都是包含着

某种确定性思维的，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明
摆着在那里，即使一些问题并不能直觉到，也是可
以通过一定的认识方式而去加以把握的。现在，
全球化的压力捉摸不定，确定性思维再无用武之
地，以至于需要发展不确定性思维来加以应对。
所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人们

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事实上，我们也不敢设
想一个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或者说，关键问
题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解决人们的利益冲
突。一旦这样去思考问题，既有的所有利益冲突
解决路径都显然不是最佳路径。合作治理的观念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新型的利益冲

突路径的探寻，即要求通过合作去增进利益冲突
各方的利益，而不是通过削弱他人利益实现能力
去增进自我利益的实现。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
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在高度
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要想使人们不再
遭受苦难，首先就应该为人们提供诸种思维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让人们认识世界，成为积极的行动
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表达出了合作治理
的追求。可以断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
程中，合作治理理论就是新的思维工具库中的一
种最有必要试着使用的思维工具。
近代以来，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下，人们所追求

的是有限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比喻性
主张。显然，作为最小政府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
指的是国家消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
大的效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实践证明这
样做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为政府改革提供了行动方案。在新公
共管理所推荐的治理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将市
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及

其公共服务之中。经过三十多年的治理体验，人
们也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特
别是在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追求中，使质
与量都下降了，虽然表现出了效率，但效率失去了
本应与之相联的价值，成了没有实质性目标的效
率。正是在这一反思的前提下，我们提出合作治
理的构想。合作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
与私人部门之间在社会运行中所实现的合作与互

动。原先可以看作是社会治理范畴中的一切，都
将以合作互动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合作治理不同于参与治理。我们发现，在新

公共管理理论陷入困境后，西方学术界又提出一
个新的方案，那就是参与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理
论相比，参与治理是在民主的轨道上进化出来的
一种新的治理方案。本来，在政治的层面上，２０
世纪民主进程中最为积极的成果就是公民参与得

到了实现，而且，在民主制度的修缮中为公民参与
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但是，走出狭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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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范围，在广泛的社会治理中如何引入公众参
与，则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衰落中得到积极探讨
的问题。当公民的概念被置换为公众之后，在政
府以及非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中，人们都拥有了
参与资格，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决策事务方面，公
众都可以参与到具体过程中来。然而，对于参与
的问题，福克斯和米勒提醒政府注意：“如果从一
个层次上说，进入（讨论）必须要注意避开那些表
现出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言论，那么，在另一个
层次上说，它同时也需要关注事实、过程及那些深
思熟虑得来的结果。”［２］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对参
与者做出选择，因为往往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那些有着深厚的实践经验的人，那些能够善于
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才会老成持重地对问题做出
深思熟虑，他们的意见才是值得听取的。这样一
来，又与公众参与的普遍性和开放性追求相悖了。
事实上，参与治理理论在这方面的考虑是不充分
的，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大量感性
化的人群。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参与治理理论作

为一种主张和社会治理建构的愿望的话，是可以
自由地加以表述的理论。但是，如果付诸于实践
的话，还是要三思而行。与参与治理理论不同，合
作治理理论并不在谁拥有合作资格的问题上做出

排除性思考，合作治理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着
合作行动的资格，只要他有着一定的行为能力，只
要他认同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理念，
并愿意遵守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就能够成
为合格的合作者。至于他是否拥有公民身份或作
为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都不重要。所以，只有在
合作治理的理念下，全球化所造成的国家与民族
的分离，一切身份的彻底消解，才是积极的社会进
步因素。

参考文献：
［１］［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Ｍ］．郇建立，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美］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２．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ｅｇｅ　ｂｙ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ｎｇ－ｚｈ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ｆａｃ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ｌｏｓｅ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ｈ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ｒｅｎ＇ｔ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ｉｎ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ｎ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　ｉｓ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张莲英］　

·４４·


